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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

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澄清。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

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

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3. 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

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 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

显区别。4.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

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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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

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政府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

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 (p124)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

抵抗主义”方针[2 ]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 ] (p172) 。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

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 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

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 (p310) 对东北的沦陷, “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

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 ] (p81) 。事实究竟如何? 
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国民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 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

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 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国

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

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 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

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

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 (p102) 他所要求于国民政

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

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问题,东北易帜

后仍暂时缓行。至1931 年2 月26 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 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

12 月22 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此事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 年1 月30 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 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 

月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 (p37) 。1930 年11 月12 日—12 月4 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

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 (p52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

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

东北易帜之初, “我们奉天军拥有30 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 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 我们占很大优

势”[9 ] (p5922593) 。 

    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 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站到自己一边。张学良

更借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 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 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

京国民政府6 月21 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

军入关(9 月18 日) , 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



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 年11 月14 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

[10 ] (p121) 1931 年广东与南京对立, 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

畀。1931 年5 月1 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

兵旅。[8 ] (p5542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由东北当局自行规划和实施。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

辽阔, 物产丰富, 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 (p97) [12 ] (p120) 自1922 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

入。 

    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 (p60261) 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 

(p602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 年12 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

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 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 该署将国

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 ] (p91292)  

    至1930 年11 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 月6 日, 《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 张学良

答:“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 ] (p3892398) 东北之

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 洮(南) 、吉(林) 长(春) 、天(宝山) 图(们) 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

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国民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

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 ] (p5242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 “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 ] (p618) 。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

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 ] (p48) 。自1928 

年12 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 ] (p478) 。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

映了东北当局对国民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

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 (p114)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

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著说, “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 “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 ] (p309) 。张学良身任东

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

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

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 年1 月, 国民政府令

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 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 月16 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

1 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 ] (p5372541) 4 月19 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

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 ] (p460) 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 ] (p462)  

    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 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 ] 

(p670) 确实, 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他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

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

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 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

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

兵。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

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

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 ] 。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

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 ] (p60261)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著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

靠的。回忆录或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

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有的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

军在北平, 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 一律点交日军。”

[3 ] (p173) ① 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

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 月18 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 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

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这种可能吗? 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 有这种可

能吗? 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 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 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

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 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 

难以凭信。且不论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

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 月18 日) 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 ] (p126) 19 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

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 ”[13 ] (p275)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



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

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 ] (p173) 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

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

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

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 ,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

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

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

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 (p4752476) 这是张氏申

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 ,来证明自己是抗日的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

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

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

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 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的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

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 “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

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 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 ] (p2932301) [20 ] (p2912300) 如果在

审判过程中, 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

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资料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

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 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

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 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

抗。[21 ] (p117) 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

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 月① 郭维城回忆载《东北日报》,

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谈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 这些电文(报) ,一直

到现在还保存着。”出处见参考文献[ 18 ] 。 

    18 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 月18 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 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 日乘

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 ] (p126) 蒋氏18 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 日才

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 日夜里就

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 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

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

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

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

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

们是不抵抗主义。’ 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

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

述, 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 ] (p27) 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不知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其

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

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起源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

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 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

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 平沈(阳) 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 ‘有抵抗者, 开枪者, 枪毙, 这是蒋委

员长的命令。’”[23 ] (p248) 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

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 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他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

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 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 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

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 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

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 这段回忆编得都有点荒唐。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

“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方针,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

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

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借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 应对日军的武

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

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



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

‘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 ”[24 ] (p11212)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

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 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 ,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

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

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 月19 日或20 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

未回到南京。蒋9 月21 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

的) ,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

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

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

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

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

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 “‘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

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

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 

(p53)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

营秘书处主任洪 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 回忆:1931 年8 月16 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 ,谓:“无论日本军队

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

遵守。[26 ] (p24)     何柱国回忆:9 月12 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

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

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 ] 

(p66) ; [23 ] (p264) ; [28 ] (p2102217) 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

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九一八事变时

正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作过分析:   当时荣(臻) 厅长、王(以哲) 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 根据

二十一年(应为民国二十年) 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应为九月六日) ,张司令长官从北平

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 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

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十时三十分钟以前的情况, 那时日军只是炮击

北大营,沈阳及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

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

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 ‘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

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 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 ‘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

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

的错误。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作消极的‘不抵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

[2 ] (p2882289) 王铁汉身为一名团长,对上层决策未必了解。他敢批评当年在东北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未批评蒋介石与张学良。但他将事

变前遇有敌人寻事(挑衅) ,力避冲突,“不与抵抗”,与事变发生后敌人已开始进攻“占领”,仍命令“不抵抗”两种情况作出区分,应是有道

理的。其实,遇敌寻衅,忍让退避,决不先开火,是为事发前确定之“力避冲突” 方针;至事变发生之后,遇敌开火进攻,不加还击, 甚至让出阵

地,是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敌攻, 反而自解武装,即发生伤亡,亦不还手,“束手缴械”,让出营房城池,任由敌方占领,这是彻底、绝对的

“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极致,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也。我以为, “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 没有界限,只是后者为前者发展至

极端而已。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主义”有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事变前,蒋介石主张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的回忆资料,台湾学者

刘维开撰文考析,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他认为:“洪钫的

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之回忆,刘维开亦考订:9 月12 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

当日的活动看,二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28 ] [29 ]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犹需考订核实。 

    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学者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两段文电连在一起,试图论证:“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无论九一八事变前或是

九一八事变后,都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他们写道:“9 月23 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

书》中说: ‘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 月24 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的急电中,已经隐讳(晦) 地说清了这个问题:‘先

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电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 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

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

抱不抵抗主义。’这个‘官方’ 只能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 是不言而

喻的。”[30 ] (p30231) 这段论证存在不少问题,须作讨论。一是猛一下从时间看,国民政府发布的告民众书在前(9 月23 日) ,张学良致蒋介

石、王正廷电在后(24 日) ,这一叙述容易使人误解张学良因执行国民政府“避免冲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义的。然而, 张学良24 日电中

所述是9 月18 日夜之事,远在国民政府告民众书发表之前好几天。须注意者, 看这段话时不要按语句的前后顺序将事情的前后顺序弄颠倒

了。 

    二是事变前避免冲突的方针对事变后实行抵抗可能不无影响,但二者性质不同,前已论及。而且,事变发生后“避免冲突”的指示,显为对



“全国军队”遇到可能发生的日军挑衅情况而言,至于东北,那里已经发生冲突,而且日军已经大肆进攻并占领许多城市了。 

    三是说“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解释颇值得商榷。张学良电文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经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应指张学良和东北当局

“电令各军”,因为只有张学良才可能直接对东北军各部下令。当然,这里主语“我方”,是相对于日方,强调指中国一方。力避冲突,本是中

央政府的意旨,张学良亦同意此主张,并下令执行。故“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即东北当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蒋介石,后

面“官方根据前项命令”,就只好理解为蒋介石根据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命令了。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相反,

“官方”应为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文内容就解释得通了。就词义而言, “官方” 系相对于民间之意,并非专指中央。当年通用的语言,地

方当局也是可称作“官方”的。这里且举一例佐证。《申报》曾载:“太原8 日专电官方接京电,中央将于太原设西北政治分会,任阎为主

席, 明令日内可发表。”[31 ]官方即指晋省地方当局也。四是引述者解释“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理由是, “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

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这也说得似是而非。蒋介石固然可以被称为“官方”,张学良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

令、东北军政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被称作“官方”呢? 张学良固然可以请示蒋介石,东北军内部亦可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既担任陆海空军副

司令这一全国性职务,同时他又是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军完全可以向他这个“官方”请示的。事实经过亦为如

此,下面再述。五是可以补出张学良9 月24 日电文“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后两句话:“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

得已,乃退出营房。”[6 ] (p499)电文意思非常清楚:9 月18 日夜,“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东北军将领荣臻、王以哲请示张学良) , “官方

即根据前项命令(指张学良根据此前避免冲突的命令) ,不许冲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攻入北大营内..我军不得已,乃退出营房”。事情

的经过不是一清二楚吗?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

说:“报告张副司令 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

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

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 、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

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 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

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12 ] (p2452246) 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 日夜至19 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

央政府报告。[26 ] ; [32 ] (p414) 当年张学良的多次通电、谈话都是这样叙述的。这里引述一段当年张学良本人的叙述。9 月20 日晚,张学

良与外报记者说: “18 日夜,日军突袭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他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此举实毫无理由,且为未有之先例。..其作此行

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个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存入

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 中国军队

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6 ] (p4942495) 这段话中“余..令部下..不得抵抗”, “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

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是张学良本人下令不抵抗的。 

五 澄清之五:国民政府处置事变方针可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观点,是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但是,果真蒋介石和国

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可以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针处理事变,因情况比较复杂,

对此要作专门研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分析。 

    蒋介石于9 月19 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

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

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3 ] (p82) 从此电看, 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张学良于九

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 蒋命令不抵抗云云,没有根据。蒋氏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似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蒋氏对于

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

言。 

    蒋介石于9 月21 日下午2 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 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

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 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

之行动。会议决定:“(一) 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 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

行停缓; (三)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 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

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13 ] (p281) 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 重视并加强外交

方面对日斗争。2. 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

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连剿共也要停缓了。3. 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 对于日

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过去一些著述动辄即谓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故

九一八事变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方针云云,并不合事实。当时他在国内着力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想弥合双方分歧。终因粤方坚持要他

下台,后他不得不辞职下野。 

    前述几位论者所引国民政府告民众书的内容,只引了其“避免冲突”的内容,而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还有诉诸国联、准备抵

抗的内容未曾述及,似不全面。9 月23 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

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

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4 ] (p1199) 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

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 

    或者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

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 

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



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之初,9 月21 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

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

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 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 乞示方针。”[13 ] (p281) 22 日, 蒋介石批复:

“烟台刘师长 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

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 谨守之。中正养

午。”[13 ] (p283)  

    9 月22 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

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 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 ] 

(p2852286) 同日, 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7 ] (p132) 军政部

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

自卫之准备。[35 ] (p1205) 9 月25 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

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13 ] (p288) 10 月3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

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7 ] (p136) 。6 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 ] 

(p1362137) 

    10 月5 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

于10 月6 日议决:“(一) 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分割之危险,以免

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 (二) 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

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36 ] (p25227) 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

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 兄妥商决定。”[13 ] (p290) 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

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

不屈,以期抵抗。”[37 ] (p781) 

    国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0 月8 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

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 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 蒋氏答:当

然有准备。[38 ]至11 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

助”[13 ] (p301)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 。

12 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 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南京中央政府的

命令,擅从辽西撤兵。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此处不细说了。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

的方针,并非如一些著述所说, 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

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 终于奋起抵抗。九

一八事变时,南京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

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

[39 ] (p441) 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是与“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六 张学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

一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时,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 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

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

攻。”但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 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 不得不做如是说。”[9 ] 

(p6092610) 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 

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 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 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 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40 ] 

(p93) 是年6 月1 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

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

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 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

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 年5 月28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

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

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是我下的

指令, 与蒋介石无关。”[41 ] (p1182119)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 余件电报函件, 

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

胁, 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

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42243 ]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 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

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 先生不抵

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 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44 ] (p1702174)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



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

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

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 ..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

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 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

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

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45 ] (p4312434)  

文章出处：《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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